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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基于多元宇宙样分析和密集追踪方法* 

黄顺森 1  来枭雄 1,2  张  彩 3  赵心媚 1  代欣然 1   

祁梦迪 1  王欢蕾 1  王文荣 4  王  耘 1 
(1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088) 

(3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4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教学研究中心, 郑州 451450) 

摘  要  为探究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 1 基于 74182 名青少年样本, 采用多元宇宙

样分析检验了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稳健性关系; 研究 2 对 507 名青少年采取为期 35 天的密集追踪测查, 

探究了手机压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研究 1 发现 50%以上青少年报告对手机有过压力感受, 且手机压力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负向关联是稳健的, 这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的关注。研究 2 发现反刍和消极情绪的强度/波动性在

手机压力和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 且二者对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维度的作用机制有一定差异。研究首次扩展

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压力−认知/情绪”理论和“媒体使用−数字化压力−心理健康”模型的广度和深度, 为促进青少

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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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

人们除了遭受日常生活压力, 也在使用数字化技术

(如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脑)的过程中感受到越

来 越 多 的 压 力 , 这 些 压 力 被 称 作 数 字 化 压 力

(Digital Stress) (Huang, Lai, Ke, et al., 2022; Steele 

et al., 2020)。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 高

数 字 化 压 力可 能 导 致 心理 健 康 问 题 (Nick et al., 

2022; Steele et al., 2020)。数字化压力是个体每日与

各种数字化情境的互动中(如线上聊天、学习、游

戏等), 其自身资源和需要与情境不匹配导致的消

极感知或体验(Hefner & Vorderer, 2017; Huang, Lai, 

Ke, et al., 2022; Steele et al., 2020)。目前, 青少年数

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

尚不深入。青少年正处于大脑发育关键期, 是对数

字媒体易感性最为显著的阶段 (Crone & Konijn, 

2018; Orben et al., 2022)。本文在综述数字化压力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 聚焦手机压力和心理健康的稳健

关系及作用机制, 对了解数字化时代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问题和制定相关干预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1.1  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 

近年来, 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新兴领

域开始得到关注。Steele 等人(2020)的数字媒体使

用−数字化压力−心理健康理论模型指出 , 社交媒

体使用通过数字化压力的中介机制对心理社会功

能产生影响。职业群体中, 数字化压力可能增加其

职业倦怠, 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Choi &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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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普通人群中, 数字化压力与焦虑和抑郁紧密

相 联 (Hall, Miller, & Christofferson, 2021; Hall, 

Steele et al., 2021; Reinecke et al., 2017)。青少年群

体中, 45.2%的青少年至少“有时”体验过数字化压

力(Nick et al., 2022), 32.4%的青少年至少经历一种

数字化压力 (Weinstein & Selman, 2016), 数字化压

力正向预测其未来的抑郁 (Nick et al., 2022)。 

青少年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尚

存不足。首先, 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较少, 仅 Nick 等

人(2022)探讨了青少年数字化压力和抑郁的纵向关

系。第二, 对数字化压力的测查内容单薄, 过多聚

焦在社交媒体(如 Nick et al., 2022)和人际关系(Hall, 

Miller, & Christofferson, 2021), 但线上学习、游戏、

新闻等也是青少年广泛使用的内容(Huang, Lai, Ke, 

et al., 2022;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青少年最广泛使用的媒

体是智能手机, 聚焦智能手机引发的数字化压力更

具群体针对性(Huang, Lai, Ke, et al., 2022)。第三, 

大多研究忽视积极心理健康, 只测查消极心理健康

(Hall, Steele, et al., 2021; Huang, Lai, Ke, et al., 2022; 

Nick et al., 2022; Reinecke et al., 2017)。积极心理学

认为病理学取向不足以解释心理健康, 积极力量和

品质对抵御心理疾病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陈晓娟 

等, 2009; 李金珍 等, 2003)。双因素心理健康模型

(Antaramian et al., 2010)指出, 心理健康不仅存在

消极维度(如抑郁), 还存在积极维度(如主观幸福

感)。因此, 积极取向对理解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消极维度中, 抑郁是最重要

的一个, 相比焦虑, 抑郁与人格、健康等的关联更

强(李金珍 等, 2003; Heady et al., 1993)。积极维度

中 , 主观幸福感是研究热点和主要指标 (崔丽娟 , 

张高产, 2005)。为此, 抑郁和主观幸福感是本研究

的消极和积极心理健康指标。 

第四, 尽管研究表明数字化压力消极影响心理

健康, 但也有分歧。有人发现技术压力对心理健康

有较大效应(Tarafdar et al., 2019), 而有人发现无效

应(Huang, Lai, Ke, et al., 2022)。这些矛盾的结果可

能与数据分析过程中的主观操纵(如使用单一结果

变量、用不同指标代表自变量、纳入不同协变量等)

有 关 (Huang, Lai, Ke, et al., 2022; Tomczyk & 

Hoferichter, 2022)。例如不同研究者使用相同数据

库探究屏幕时间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因操纵不同得

出了相反的结论(Orben & Przybylski, 2019; Twenge 

et al., 2022); 使用总分而非维度分存在效应(Huang, 

Lai, Ke, et al., 2022)。主观操纵会使研究结果不稳

健, 是引发心理科学“可重复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

一(Aarts et al., 2015)。最后, 未有研究探讨二者关

系的效应是否稳健：一方面, 对于新兴领域, 效应

检验有助于合理分配和优化研究投入; 另一方面, 

稳 健 的 效 应 对 相 关 政 策 的 制 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Orben & Przybylski, 2019), 即便成熟领域, 也需

要元分析进行效应检验。多元宇宙样分析方法不仅

减少主观操纵性, 也一定程度上起到元分析的作用, 

可解决新兴领域中效应稳健性问题 (黄顺森  等 , 

2023)。因此, 采用多元宇宙样分析探讨青少年手机

压力与积极/消极心理健康关系的效应稳健性有利

于解决这一新兴领域中效应矛盾的问题, 也有利于

为未来研究奠定基础。 

1.2  手机压力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1.2.1  压力−应变−结果模型 

压力−应变−结果(Stress-Strain-Outcome, SSO)

模型(Koeske & Koeske, 1993)指出, 压力(stress)会

引发应变(strain, 即压力对个体心理、生理和行为

的破坏性影响), 进而导致一系列结果(outcome, 即

各种心理、行为和社会问题)。该模型得到大量实

证研究的支持(马晓悦 等, 2021; Jabutay et al., 2022; 

Luqman et al., 2021)。例如, Luqman 等人(2021)发现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通过损害睡眠质量和认知功能, 

进而消极影响学业表现。SSO 模型中, 应变本质上

是一个中介变量, 不同的研究对应变的定义存在差

异。由于未有研究探讨数字化压力与心理健康的作

用机制, 本文基于 SSO 模型, 认为认知和情绪是手

机压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 

1.2.2  压力−认知视角 

资源有限理论(Staal, 2004)认为个体的资源是

有限的, 压力会占用大量认知资源, 减少其他活动

的资源, 从而引发心理行为问题。同时, 认知因素

是 诱 发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的 重 要 原 因 (Margolis & 

Lyubomirsky, 2018), 反刍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Margolis & Lyubomirsky, 2018;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反刍是一种聚焦式、反复性以自我为参

照的消极认知, 是导致抑郁的核心因素(van Vugt & 

van der Velde, 2018)。反复的消极思考会引发、维

持和增强个体的抑郁, 影响个体幸福感(Margolis & 

Lyubomirsky, 2018;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

损伤脱离假说认为反刍主要是因为信息加工资源

不足, 脱离负性信息的能力受损是导致抑郁的根本

原因, 所以认知或注意资源不足会维持反刍且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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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Koster et al., 2011)。因此, 压力感知消耗个体

认知资源, 使个体更容易陷入消极认知, 难以脱离, 

并影响心理健康。研究表明, 反刍在压力和心理健

康间起到中介作用(Xia et al., 2022; Zheng et al., 

2019)。基于此, 手机压力可能使个体更加易感, 从

而诱发反刍, 并消极影响心理健康, 这符合压力−

应变−结果模型。 

1.2.3  压力−情绪视角 

压力与情绪变化紧密相联(Scott et al., 2017), 

并衍生消极情绪 (Lazarus, 1999)。一般压力理论

(Agnew, 1992)指出, 压力通过引发消极情绪而引发

各种行为问题。数字化压力也会引发消极情绪, 如

社交媒体压力会引发情绪耗竭(Sheng et al., 2023)。

情绪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Pandey & 

Choubey, 2010), 消极情绪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例如, 消极情绪强度(均值)和波动性均能负向预测

心理健康和幸福感(Dejonckheere et al., 2019)。总的

来说, 消极情绪是压力与心理健康间的一个重要桥

梁, 本文假设消极情绪可能中介手机压力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 

1.2.4  压力−认知−情绪视角 

如上所述, 压力不仅通过消极认知影响心理健

康, 还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心理健康。此外, 压力可

以通过认知−情绪的相互作用影响心理健康。情绪

级联模型(李莹娜, 李丹, 2022; Selby et al., 2008)指

出, 消极事件会引发个体的反刍, 持续的反刍会加

重和维持消极情绪, 使消极情绪循环叠加。这种认

知−情绪模式会加重心理痛苦, 进而引发一系列问

题行为(李莹娜, 李丹, 2022; Selby et al., 2013)。为

此, 本文认为手机压力会引发个体认知−情绪的链

式反应, 并影响其心理健康。 

1.3  认知与情绪中介变量的波动性和特质性 

特质性是指标稳定的水平; 波动性是指标随着

时间的变化模式和规律(Kuppens, 2015), 二者在中

介机制中均具有独特性。单次调查或回溯法可能因

调查次数或记忆模糊存在偏差 , 较难反映短时间

(如一周)内个体的特质性。但短时间内的反复测查, 

其均值能够较好地捕获个体在短时间内的总体强

度; 均值的标准差常用来表征个体的波动性, 是刻

画认知或情绪变化的典型指标(Dejonckheere et al., 

2019)。密集追踪设计中, 短时间内重复进行测查, 

可以获得个体认知或情绪的波动性水平(如标准差)和

较小偏差的强度水平(如均值) (Bolger & Laurenceau, 

2013)。因此, 密集追踪能够把握特质性和波动性特

征 , 如有研究使用强度和波动性来探讨中介机制

(Keng & Tong, 2016)。 

反刍和消极情绪均具有特质性和波动性 (如

Daros et al., 2020; Timm et al., 2017)。二者的强度和

波动性均可以预测个体未来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低

幸福感和高抑郁) (Dejonckheere et al., 2019; Gruber 

et al., 2013; Selby et al., 2013; Timm et al., 2017)。日

常 反 刍 可 以 预 测 日 常 消 极 情 绪 (Kircanski et al., 

2018; Selby et al., 2016), 并影响未来心理健康。压

力不仅引发认知和情绪强度的变化, 根据压力易感

性模型(Zubin & Spring, 1977), 还诱发个体的易感

性, 从而诱发认知和情绪的波动性。因此, 反刍和

消极情绪的强度和波动性均可能中介手机压力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 

1.4  问题提出与假设 

综上, 本文分两个子研究。研究 1 使用多元宇

宙样分析在大样本中探讨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是否稳健, 研究 2 采用密集追踪设计探讨反刍

和消极情绪是否中介手机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效应。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研究 1：手机压力与

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稳健联系(H1)。研究 2：1)手机

压力 (T1)引发一段时间内的反刍 (T2)和消极情绪

(T3)的增加, 从而消极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T4), 且反刍和消极情绪水平不仅分别作为中介 , 

还构成链式中介(H2)。2)手机压力(T1)引发一段时

间内的高反刍波动性(T2)和高消极情绪波动性(T3), 

从而消极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T4), 且反刍

波动性和消极情绪波动性不仅分别作为中介, 还构

成链式中介(H3)。 

2  研究 1：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2021 年“区域教育质量

健康体检”项目。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于 2021 年抽

取东部、中部和西部共 4 个省市的 45 个区县(共 729

所学校)四、八年级学生。调查前, 学生了解调查目

的和内容并自愿参加, 研究人员承诺内容保密且与

成绩无关, 调查时以班级为单位发放和回收问卷。

四、八年级学生共 74, 642 人, 剔除未作答被试后有

74, 182 人(N 四年级 = 34, 879, N 男 = 17, 930; N 八年级 = 

39, 303, N 男 = 21, 262)。该项目注重学生年级分布, 

未收集学生年龄信息。Little’s MCAR 检验表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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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随机缺失” (2= 151.388, df = 24, p < 

0.001), 采 用 EM 插 补 法 进 行 缺失 (缺 失 比例  = 

0.30% ~ 8.20%, 缺失率均值 = 1.55%)处理。该项目

通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

新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采用 Statistics Kingdom 的

web 计算器(Polnok et al., 2022), 发现需最少 614 的

样本量才能达到 0.80 的统计检验力。 

2.1.2  工具 

手机压力。 采 用 青 少 年 手 机 压 力 简 版 量 表

(Adolescent Smartphone Stress Scale—Short Version)

测查学生感知到的手机压力。该量表为 Huang, Lai, 

Ke 等人(2022)开发的适用中国青少年的 6 维度手机

压力量表及其简版量表, 以功能集成化程度最高、

中国青少年最广泛使用的数字化设备(智能手机)为

特定对象。为方便大规模施测和提高作答质量, 测

查中使用 9 题简版量表(如“手机上沟通没法把事情

说清楚让我感到焦虑”), 量表采用 4 点评分(1 = 从

来没有, 4 = 总是), 得分越高表明感受到的手机压

力强度越大。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Huang, Lai, Ke, et al., 2022)。量表在四年级

(α = 0.962; CFI = 0.985, TLI = 0.976, RMSEA = 

0.080)和八年级学生(α = 0.927; CFI = 0.977, TLI = 

0.964, RMSEA = 0.080)中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抑郁。采用病人健康量表(PHQ-9)测查学生近

两周抑郁状况(Andreas & Brunborg, 2017)。该量表

共 9 个题目, 使用 4 点评分(1 = 没有, 4 = 几乎每

天 ), 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 , 

PHQ-9 信效度(α = 0.963, CFI = 0.986, TLI = 0.979, 

RMSEA = 0.073)良好。 

主观幸福感。使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

特 征 调 查 ” 项 目 ( 董 奇 , 林 崇 德 , 2011) 修 订 的

Campbell 幸 福 感 指 数 量 表 (Index of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共 9 个题目, 测查被试过去两周对生

活的不同感受(如没意思的/无趣的−有趣的 , 不快

乐的−快乐的), 每种感受采用 7 点计分(如 1 = 没意

思的/无趣的, 7 = 有趣的)。量表信效度(α = 0.969, 

CFI = 0.993, TLI = 0.988, RMSEA = 0.060)良好。 

协变量。根据 WHO 的报告(Currie et al., 2012), 

影响青少年健康和幸福感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性

别、年龄、经济状况, 为此这三个变量作为协变量。

由于“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未收集学生年

龄, 参考以往研究(Huang, Lai, Zhao, et al., 2022), 

将年级作为协变量。另外, 手机使用频率也同样作

为协变量(1 = 从不, 4 = 总是)。社会经济地位由父

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及家庭年收入的标

准分均值合成(Huang, Lai, Zhao, et al., 2022)。 

2.1.3  分析程序 

首先, 使用 SPSS 24.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发现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第一

因子解释率为 31.36%) (周浩, 龙立荣, 2004)。对数

据库中所有青少年手机压力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 

主要分析其感知手机压力的情况。第二, 由于手机压

力的前提是有手机使用经历, 为此, 在分析手机压力

与心理健康稳健性关系时, 10 001 个学生(N 四年级  = 

7 442, N 八年级 = 2 569)因从不使用未被纳入分析(用

题目“你平时使用手机吗, 包括用你自己或者家人

的手机？”评估手机使用经历, 为 4 点计分: 1 = 从

不, 4 = 总是)。第三, 使用多元宇宙样分析方法探

讨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稳健性关系。多元宇宙样

分析通过尽可能对所有可能且合理的分析策略进

行整合分析, 减少研究者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的主观

偏差(例如只选择显著或有利的结果), 从而提高感

兴趣效应的稳健性(黄顺森 等, 2023)。多元宇宙样

分析主要有三步(黄顺森 等, 2023)：(1)确定所有分

析策略的全集。通常是列出所有可能的分析策略, 

这包括对变量测查方式、变量类型、控制变量等进

行理论上可行且合理的操纵并生成分析策略。为了

避免分析策略组合中的“真正随意性”, 协变量的选

择和自变量的操作均源自相关文献。本研究将手机

压力的 9 个题目分别作为自变量(如研究者使用单

题对数字化压力进行测查; Tomczyk & Hoferichter, 

2022); 同时, 9 个题目分别来自手机压力的 6 个不

同维度(Huang, Lai, Ke, et al., 2022), 不同数字化压

力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不一致(Huang, Lai, 

Ke, et al., 2022)。(2)对所有分析策略的效应进行估

计和描述。指对所有确定的分析策略组合进行效应

估计和效应描述, 并呈现其分布情况。(3)对所有分

析策略进行整体上的统计推断。考虑所有这些策略

组合的效应分布与零假设下的效应分布多大程度

上不一致, 具体而言, 通过改变原始数据形成零假

设的数据集, 再使用 bootstrap 方法在零假设数据集

中进行有放回抽样(如抽样 500 次), 从而生成零假

设下手机压力对心理健康的效应的分布, 最后检验

抽样的效应分布与真实数据下的效应分布的统计

指标是否存在差异。统计推断指标使用所有策略组

合效应的中位数的值(Median β)和主要方向上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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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八年级学生手机压力的描述统计图 

 

著结果(NSRPD)1。最后, Median β 对应的偏相关系

数的平方(partial r2)作为效应量, 在大规模流行病

学的调查中, partial r2 大于 0.01 被认为足够引起研

究者和社会政策的关注和重视(Orben & Przybylski, 

2019)。由于数据存在学校、班级的层级嵌套(手机

压力、抑郁、幸福感 Level 2 的 ICC 分别为 0.169、

0.171 和 0.187; Level 3 的 ICC 分别为 0.100、0.098

和 0.101), 使用 R 软件包 specr 中的多水平模型进

行多元宇宙样分析(Masur & Scharkow, 2020)。 

2.2  结果 

如图 1 所示, 在 9 个手机压力的题目中(缩写对

应的题目见网络版附录 1; 题目的均值和标准差见

网络版附录 2), 四年级学生报告对手机有过压力感

受的比例为 31.4% ~ 39.0%, 总是感受到手机压力

的比例为 6.9% ~ 10.9%。八年级学生报告对手机有

过压力感受的比例为 52.4% ~ 62.2%, 总是感受到

手机压力的比例为 5.0% ~ 10.2%, 大部分八年级学

生偶尔感受到手机压力(31.9% ~ 41.4%)。手机压力

均分的频次统计中, 四年级学生均分在 0 ~ 1、1 ~ 

2、2 ~ 3、3 ~ 4 的比例分别是 47.4%、30.8%、14.9%、

6.9%。八年级学生均分在 0 ~ 1、1 ~ 2、2 ~ 3、3 ~ 

4 的比例分别为 21.8%、46.5%、26.5%、5.2%。均

分大于 1 可认为有过手机压力感受 , 总体来看 , 

                     

1 NSRPD, number of significant results in predominant direction, 主要方

向上的显著结果。 

52.6%四年级学生和 78.2%八年级学生体验过手机

压力。 

图 2 展示了多元宇宙样分析描述性结果。首先, 

手机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策略组合(图 2A、图 2B)有

160 种(手机压力指标=10, 协变量指标=16, 因变量

指标=1), 其与抑郁的策略组合(图 2C、图 2D)也有

160 种。其次, 手机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范围为−0.175 ~ −0.074, 且 160 个策略组合均显著。

手机压力对抑郁的效应范围为 0.282 ~ 0.473, 160

个策略组合也均显著。统计推断显示, 手机压力负

向预测主观幸福感(Median β = −0.14, p < 0.001, 

partial r2 = 0.011; NSRPD = 160/160, p < 0.001), 正

向预测抑郁(Median β = 0.37, p < 0.001, partial r2 = 

0.172; NSRPD = 160/160, p < 0.001)。 

2.3  讨论 

研究 1 发现, 52.6%四年级学生和 78.2%八年级

学 生 有 过 手 机 压 力 的 体 验 ,  比 以 往 的 发 现 略 高

(Nick et al., 2022; Weinstein & Selman, 2016), 可能

是本研究聚焦到青少年常用的智能手机上。相比于

四 年 级 ,  八 年 级 学 生 手 机 压 力 经 历 的 比 例 更 高

(78.2%), 这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 八年级学生拥

有手机的比例和使用手机的频率更高。第二, 父母

对八年级学生的手机监管更难, 学生更容易过度使

用手机。第三, 八年级学生处于青春期, 大脑结构

的变化使其对压力更加敏感脆弱(Crone & Konijn, 

2018)。Orben 等人(2022)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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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元宇宙样分析策略组合及其曲线 
注：图 2(A/C)曲线上点的纵坐标表示不同策略组合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阴影部分表示该系数的置信区间。图 2(B/D)右侧

纵坐标 controls 指控制变量, y 指因变量, x 指自变量。红色和蓝色均表示显著的策略组合。彩图见电子版。 

 

假说指出, 相比其他年龄段, 11~15 岁青少年生活

满意度更容易受社交媒体使用影响。 

研究 1 还发现手机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效

应大且稳健。过去 10 年, 数字媒体领域一直争论媒

体使用时间(如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是否影响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 结果往往矛盾。例如社交媒体使用

时 间 对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影 响 有 限 (Orben & 

Przybylski, 2019), 而有研究指出二者存在积极或

消极的关系(Odgers & Jensen, 2020)。为此, 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提出“扬弃”使用时间这个概念, 聚焦到

具 体 的 媒 体使 用 内 容 或具 体 的 概 念 (Boer et al., 

2022; Huang, Lai, Zhao, et al., 2022; Odgers & 

Jensen, 2020)。例如, 不同的手机使用内容对青少

年人际关系(Huang, Lai, Zhao, et al., 2022)和心理健

康(Huang et al., 2023)的影响不同, 相比于使用时

间 概 念 , 媒 体 成 瘾 这 一 概 念 更 能 预 测 心 理 健 康

(Boer et al., 2022)。手机压力聚焦使用手机不同内

容过程中感知到的压力, 所以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

稳健性的关系支持研究者们提出的“扬弃”使用时

间的说法。此外, 这个效应量值得引起研究者、社

会和相关政策对青少年数字化压力的重视与关注, 

以更好地促进数字时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积极

发展。 

3  研究 2：手机压力对心理健康的
作用机制 

3.1  方法 

3.1.1  被试 

在中国西部某中学, 随机选取 10 个班级, 共邀

请 507 名中学生进行前测(T1), 一周后参与为期 35

天 的 密 集 追 踪 调 查 ( 预 注 册 地 址 ： https://osf.io/ 

mnkj7)。采用日记法, 学生前 17 天每天报告日常反

刍(T2), 后 18 天每天报告日常消极情绪(T3), 一周

后进行后测(T4)。调查获得了学生及其监护人的知

情同意, 学生自愿参与调查且可随时退出, 无金钱

报酬但可获得个人反馈报告。研究获得了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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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伦理委

员会批准。志愿老师在开始时简短地给学生进行培

训(包括调查简介、作答时间段、注意事项等), 并

记录学生每日作答情况。剔除 T2 和 T3 各自未作答

天数高于 7 天的 30 名被试(T2 完整完成率 = 82%, 

T3 完整完成率 = 75.1%)。最终, 有效被试 477 名(N 女 

= 214, M 年龄 = 12.67 ± 0.31), 其中 98.3%居住在城

市, 86.7%为独生子女。前后测中, 数据存在轻微缺

失(缺失比例 = 0.60% ~ 1.50%), Little’ s MCAR 检

查发现数据属于完全随机缺失(2 = 78.27, df = 104, p 

= 0.972), 采用 EM 法对前后测数据进行插补。使用

web app 计算可得链式中介模型(Schoemann et al., 

2017)需至少 370 的样本量才能达到 0.80 的统计效度。 

3.1.2  测量工具及变量 

前测问卷(T1)。包括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

抑郁。使用完整版青少年手机压力量表(Huang, Lai, 

Ke, et al., 2022)测查手机压力。该量表有 6 个维

度：(1)不满意的信息和交流, (2)未满足的娱乐动

机, (3)在线学习负担, (4)社会关注, (5)无用和过载

信息, (6)在线言语攻击。量表共 30 个题目, 采用 4

点计分(1 = 从来没有, 4 = 总是)。主观幸福感和抑

郁的测查工具同研究 1。前测手机压力量表(α = 

0.794; CFI = 0.980, TLI = 0.971, RMSEA = 0.073), 

主观幸福感量表(α = 0.941; CFI = 0.980, TLI = 0.969, 

RMSEA = 0.080), PHQ-9 (α = 0.853; CFI = 0.953, 

TLI = 0.938, RMSEA = 0.073)均有良好信效度。 

密集追踪问卷(T2/T3)。包括每日反刍和每日消

极情绪。每日反刍量表改编自认知情绪调节量表中

的反刍分量表(Garnefski et al., 2001)。学生根据每

日实际情况, 评估自身的状态。反刍量表共 4 题(例

如, “我沉迷于自己对所经历事情的想法与感受”), 

为 5 点计分(1 = 从不, 5 = 总是)。得分越高, 表明

反刍程度越高。每日消极情绪使用单题测查(Daros 

et al., 2020) (“你今天的心情糟糕吗？1 代表心情极

不坏, 100 代表极坏, 请从 1~100 打分”)。使用 MLM

计算信度(Nezlek, 2017), 发现反刍(α = 0. 997)和消

极情绪(α = 0.942)均有良好信度。 

后测问卷(T4)。包括主观幸福感和抑郁。测查工

具同研究 1。后测主观幸福感量表(α = 0.951; CFI = 

0.989, TLI = 0.981, RMSEA = 0.065)和 PHQ-9(α = 

0.869 ; CFI = 0.957, TLI = 0.943, RMSEA = 0.073)

有良好信效度。 

协变量(T1)。除研究 1 提到的年龄、性别和家

庭经济地位, 为控制因变量的自回归效应, 将前测

主观幸福感和抑郁作为协变量放入模型。另外, 家

庭经济地位采用主观报告(“相对于当地总体情况, 

你认为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 为 5 点计分: 1 

= 很差, 5 = 很好)。 

3.1.3  分析流程 

首先, 在 SPSS 24.0 中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前

测(未旋转第一因子解释率 31.54%)和后测数据(未

旋转第一因子解释率 33.90%)均不存在严重共同方

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第二, 为检验反刍和

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分别构建手机压力−抑郁和

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的强度中介模型和波动性中

介模型。强度中介模型中, 中介变量为反刍和消极

情绪每日得分的均分; 波动性模型中, 中介变量为

反 刍 和 消 极 情 绪 每 日 得 分 的 个 体 内 标 准 差

(Dejonckheere et al., 2019)。由于强度和波动性存在

共线性且属于不同的情绪维度(Dawel et al., 2023; 

Dejonckheere et al., 2019), 结合以往研究的建议

(Walerius et al., 2016), 强度和波动性指标分别放入

中介模型。使用 SPSS PROCESS 宏插件中的 model 

6 和 bootstrap 方法(抽取 1000 次)检验中介和链式中

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 表示效应显著。中

介效应的效应量通常是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PM), 当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同号时, 报告中介效应

占比具有意义; 但当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异号时, 报

告中介效应占比没有意义(温忠麟 等, 2016)。多水平

模型中, 手机压力前测、抑郁前测、幸福感前测、抑

郁后测、幸福感后测的 ICC 分别为 0.011、0.000、

0.014、0.027、0.045, 为此不使用多水平模型。 

3.2  结果 

手机压力−抑郁的中介模型在中介变量为强度

(R2 = 0.053 ~ 0.554, p < 0.001)和波动性(R2 = 0.037 ~ 

0.537, p < 0.001)时均拟合良好。如图 3 所示, T1 手

机压力可以正向预测 T2 反刍强度和波动性, 正向

预测 T3 消极情绪强度和波动性。T2 反刍强度和波

动性均可以预测 T3 消极情绪的强度和波动性, T2

反刍强度可以预测 T4 抑郁, 但波动性无此效应。

T3 消极情绪的强度可以预测 T4 抑郁, 但 T3 消极

情绪波动性对 T4 抑郁预测效应不显著。结合表 1, 

T1 手机压力和 T4 抑郁的间接效应中, T2 反刍强度

起中介作用(effect size = 0.022, 95% CI: [0.007 ~ 

0.042]), T3 消极情绪强度也起中介作用(effect size = 

0.017, 95% CI: [0.004 ~ 0.035]), 此外 T2 反刍强度

和 T3 消极情绪强度起链式中介作用(effect size = 

0.004, 95% CI: [0.0004 ~ 0.009])。但是, T2 反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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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手机压力对青少年抑郁的中介作用机制 
注：图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黑色的数值表示中介变量为强度时的模型系数及拟合, 斜杠后的数值(加粗部分)表示中介变量为波动

性时的模型系数及拟合。***p < 0.001.  

 

动性(effect size = 0.004, 95% CI: [−0.014 ~ 0.021])

和 T3 消极情绪波动性(effect size = 0.007, 95% CI: 

[−0.003 ~ 0.020])均无中介效应, 也无链式中介效

应(effect size = 0.003, 95% CI: [−0.001 ~ 0.008])。总

的来说, 强度模型的总中介效应量为 59.72%, 波动

性模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手机压力−抑郁的强度

中介模型支持假设 2, 但波动性模型不支持假设 3。 

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型在中介变量

为强度(R2 = 0.053 ~ 0.462, p < 0.001)和波动性(R2 = 

0.037 ~ 0.444, p < 0.001)时均拟合良好。如图 4 所示, 

T1 手机压力正向预测 T2 反刍强度和波动性, 正向

预测 T3 消极情绪强度和波动性。T2 反刍强度和波

动性均可以分别预测 T3 消极情绪的强度和波动性, 

T2 反刍强度和波动性均不能预测 T4 主观幸福感。

T3 消极情绪强度和波动性均负向预测 T4 主观幸福

感。结合表 1, T1 手机压力和 T4 主观幸福感的间接

效应中, T3 消极情绪强度(effect size = −0.026, 95% 

CI: [−0.052 ~ −0.008])和波动性(effect size = −0.011, 

95% CI: [−0.027 ~ −0.001])均起中介作用, 但 T2 反

刍强度(effect size = 0.015, 95% CI: [−0.0004 ~ 

0.034])和波动性(effect size = 0.007, 95% CI: 

[−0.007 ~ 0.024])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其中, T2 反

刍强度和 T3 消极情绪强度起链式中介作用(effect 

size = −0.006, 95% CI: [−0.013 ~ −0.001]), T2 反刍

波动性和 T3 消极情绪波动性也起链式中介作用

(effect size = −0.004, 95% CI: [−0.011 ~ −0.0003])。

总的来说, 消极情绪强度和波动性的中介效应量为

38.81%和 20.75%, 反刍−消极情绪强度和波动性的 
 

 
 

图 4  手机压力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机制 
注：图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黑色的数值表示中介变量为强度时的模型系数及拟合, 斜杠后的数值(加粗部分)表示中介变量为波动

性时的模型系数及拟合。***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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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手机压力对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汇总表 

模型 
中介指标 

类型 
路径效应 

标准化 

效应值 
标准误 95% CI 

中介 

效应量(PM)

手机压力− 

抑郁 

强度 

总效应 0.072 0.034 0.005 ~ 0.138 NA 

总中介效应 0.043 0.012 0.020 ~ 0.069 59.72% 

手机压力−反刍−抑郁 0.022 0.009 0.007 ~ 0.042 30.56% 

手机压力−消极情绪−抑郁 0.017 0.008 0.004~ 0.035 23.61% 

手机压力−反刍−消极情绪−抑郁 0.004 0.002 0.0004 ~ 0.009 5.56% 

波动性 

总效应 0.058 0.034 −0.008 ~ 0.124 NA 

总中介效应 0.014 0.010 −0.004 ~ 0.034 NA 

手机压力−反刍−抑郁 0.004 0.009 −0.014 ~ 0.021 NA 

手机压力−消极情绪−抑郁 0.007 0.006 −0.003 ~ 0.020 NA 

手机压力−反刍−消极情绪−抑郁 0.003 0.002 −0.001 ~ 0.008 NA 

手机压力− 

主观幸福感 

强度 

总效应 −0.067 0.192 −0.711 ~ 0.048 NA 

总中介效应 −0.017 0.015 −0.048 ~ 0.011 NA 

手机压力−反刍−主观幸福感 0.015 0.009 −0.0004 ~ 0.034 NA 

手机压力−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 −0.026 0.011 −0.052 ~ −0.008 38.81% 

手机压力−反刍−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 −0.006 0.003 −0.013 ~ −0.001 8.96% 

波动性 

总效应 −0.053 0.188 −0.645 ~ 0.101 NA 

总中介效应 −0.008 0.0101 −0.029 ~ 0.011 NA 

手机压力−反刍−主观幸福感 0.007 0.008 −0.007 ~ 0.024 NA 

手机压力−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 −0.011 0.007 −0.027 ~ −0.001 20.75% 

手机压力−反刍−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 −0.004 0.003 −0.011 ~ −0.0003 7.55% 

注：NA 表示该路径对应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未进行计算。PM = (间接效应/总效应) × 100 

 

链式中介效应量为 8.96%和 7.55%。T2 反刍的强度

与波动性在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模型中没有中介

效应, 而是通过 T3 消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对 T4

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部分支持假设 2 和假设 3。 
3.3  讨论 

3.3.1  反刍的中介作用 

手机压力通过日常反刍强度进一步影响青少

年抑郁, 而不影响主观幸福感, 此外, 手机压力也

无法通过日常反刍波动性影响抑郁和主观幸福感。

这一结果部分支持 H2, 但不支持 H3。日常反刍强

度可以中介青少年抑郁, 这支持资源有限理论和损

伤脱离假说(Koster et al., 2011; Staal, 2004), 即手

机压力不但过度消耗一段时间内个体的认知资源, 

也会引发个体对消极事件的反刍, 难以有充足的认

知资源从这种反刍中脱离出来, 从而诱发抑郁。研

究表明, 反刍的波动性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患者未来

的抑郁症状(Timm et al., 2017), 但本研究中反刍波

动性在手机压力−抑郁模型中不显著。可能有两个

原因, 一方面, 压力−反刍−抑郁的反馈回路中, 反

刍通过反复重现压力事件, 维持感知到的压力, 从

而导致抑郁(Hosseinichimeh et al., 2018)。反刍波动

性不同于强度, 波动性高意味着维持压力感知并不

稳定, 而强度高更可能意味着维持高水平的手机压

力, 所以波动性难以预测抑郁。另一方面, 前人探

讨反刍波动性和抑郁时, 较少控制抑郁的自回归影

响(如 Timm et al., 2017), 本研究中自回归效应的控

制可能削减反刍波动性的作用。 

反刍强度和波动性在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模

型中均无中介作用。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是不同于

抑郁这个消极维度, 主观幸福感属于积极维度, 囊

括情感、心理和社会等更广泛的方面(Antaramian et 

al., 2010), 反刍作为抑郁的核心影响因素(van Vugt 

& van der Velde, 2018), 不一定影响主观幸福感。另

一种是, 反刍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如本研究发现

反刍通过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 

3.3.2  日常情绪的中介 

手机压力通过情绪强度的中介作用, 对青少年

主观幸福感和抑郁产生影响。这支持情绪级联模型

(Selby et al., 2008)和假设 2。但是, 情绪波动性的中

介作用在手机压力−抑郁模型中不显著, 在手机压

力−主观幸福感模型中显著, 部分支持假设 3。这与

以往研究存在一定分歧, 例如情绪波动性可以显著

预测个体抑郁和生活满意度(Gruber et al., 2013)。这

或许是抑郁和主观幸福感二者不同的特征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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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以难过和悲伤情绪为核心症状 (黄顺森  等 , 

2022), 理论上更容易受到情绪强度的影响 , 所以

情绪强度可以中介手机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另外, 

本研究控制了抑郁自回归效应, 也可能削减情绪波

动性的影响(如 Gruber 等人(2013)未控制抑郁自回

归效应)。还有可能是标准差作为波动性指标不够

有效, 相比于传统波动性(标准差), 二维的情绪空

间(不仅考虑标准差, 还考虑感受的质量)下的波动

性更能够显著预测抑郁(Kuppens et al., 2007)。 

3.3.3  反刍、日常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手机压力−抑郁和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的

强度和波动性模型中, 手机压力均能够通过反刍强

度和波动性的中介作用, 分别预测消极情绪强度和

波动性 , 这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压力−认知−情绪视

角和情绪级联模型(Selby et al., 2008, 2016)。另外, 

认知−情绪强度的链式中介在手机压力−抑郁模型

和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模型中均显著 , 但认知−

情绪波动性的链式中介只在手机压力−主观幸感模

型中显著。如前文所述, 抑郁以悲伤、难过情绪为

核心症状(黄顺森 等, 2022), 在青少年中以消极情

绪强度为主要表现特征(Neumann et al., 2011), 所

以情绪波动性可能较难起到对抑郁的链式中介作

用。主观幸福感构念更具有广泛性(如包括快乐、

良好功能、自我实现等多方面) (Antaramian et al., 

2010; Cooke et al., 2016), 这可能使其更容易受到

情绪波动性的影响。所以, 反刍−消极情绪波动性

较难预测个体未来的抑郁。正如研究指出, 波动性

与 心 理 健 康 的 关 系 受 所 用 心 理 健 康 指 标 的 影 响

(Neumann et al., 2011)。 

4  总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

稳健性关系及认知、情绪和认知−情绪的中介作用。

研究 1 的假设得到支持——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之

间存在稳健、有实践意义的关系, 值得研究者和社

会关注。研究 2 的假设大部分得到证实。 

两个研究共同揭示了手机压力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重要影响。在数字化设备使用越来越低龄化

的时代, 关注手机压力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看待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相比单一回归类研究, 基于横断

大样本并考虑多种分析策略组合的统计推断, 可以

减少数据分析过程中的主观选择性和主观偏差, 揭

示较为普遍的规律(黄顺森 等, 2023)。本研究回应

了这一新兴领域中亟待解决的数字化压力与心理

健康关系矛盾的问题, 确定了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

间的稳健且有实践意义的效应, 为未来研究和实践

干预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结合密集追踪设计, 从

时间序列的角度揭示潜在的因果规律。这从新角度

为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了思路。例如, 未来干

预项目可以借鉴传统的心理干预方法(如认知或正

念疗法), 对青少年因数字化压力产生的反刍认知

和消极情绪进行针对性的干预, 从而促进数字化时

代青少年心理发展。 

本文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 数字化压力作为一种新兴的压力类型, 其

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与传统压力相似(如 SSO 模

型, 情绪级联模型, 损伤脱离假说), 这扩展以往理

论的宽度(适用范围)。另一方面, 不同于面板数据, 

密集追踪设计揭示的认知、情绪波动性的中介机制

进一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深化了传统的理论。比如, 

压力通过认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Stikkelbroek et 

al., 2016), 而本研究进一步从动态变化的波动性视

角对其进行论证。另外 , 以往在探讨中介机制时 , 

多聚焦消极结果变量(如 Stikkelbroek et al., 2016), 

而本文综合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 , 探讨作用机制

在不同心理健康维度之间潜在的差异 , 这有利于

扩展以往理论的深度(内涵)。最后, 本研究从效应

稳健性角度和作用机制的视角验证和发展了 Steele

等人(2020)提出的数字媒体使用−数字化压力−心

理健康理论模型。 

研究的局限性。首先 , 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 , 

可能存在主观偏差。第二, 研究一中使用年级代替

学生的年龄, 难以完全代表青少年群体。第三, 采

用的波动性指标较为单一, 未来可以纳入更多的指

标进一步验证。有研究者认为波动性指标越简单越

好, 但没有任何一个波动性指标比标准差更具有解

释性和预测性(Dejonckheere et al., 2019)。这意味着

波动性指标还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 未来可以进行

不同波动性指标的比较。第四, 反刍与消极情绪之

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关系和交互作用(Selby et al., 

2008, 2016), 并影响心理健康。如在手机压力−抑郁

模型中, 可能是认知−情绪波动性的交互性而非链

式中介对抑郁起作用, 未来或许可以深入探讨这类

话题。第五, 心理健康的指标具有多样性, 未来应

纳入更多的指标进行探讨。第六, 尽管多元宇宙样分

析减少主观偏差, 但仍存在其他偏差, 未来研究应考

虑测量偏差、文化差异等。第七, 研究只探讨了反刍

的中介机制, 但其是否是调节变量还需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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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52.6%四年级学生和 78.2%八年级学生有过手

机压力的体验。青少年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存

在稳健、有实践意义的效应, 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的

关注和重视。青少年手机压力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

机制包括反刍和消极情绪。反刍/消极情绪强度和反

刍−消极情绪强度在手机压力−抑郁间起到中介作

用, 消极情绪强度和反刍−消极情绪强度在手机压

力−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中介作用。消极情绪波动性

和反刍−消极情绪波动性在手机压力−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总的来说, 反刍和消极情绪的

强度/波动性在手机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到中介

作用, 但对于消极和积极心理健康结果, 其作用机

制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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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s frequently encounter elevated levels of digital stress by exposure to digital media (e.g., 

smartphone stress). Their ongoing brain development increases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digital stress, 
making them more vulnerable to its adverse effects. Among digital devices, smartphone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ones by adolescents and a primary source of digital stress.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obust 
association between digital stress, specifically smartphone stress,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The study also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association. 

In Study 1, a multiverse-styl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rob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and well-being) in a large sample of adolescents (N = 74 182, 
male = 39 192). This method was chosen for its robustness of various data manipulations to test the effect of 
interest, and median β and NSRPD (number of significant results in predominant direction) were used as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dicators of the effect. In Study 2, we conducted an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of how smartphone stress affects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N = 477, female = 
214, Mage = 12.67 ± 0.31). Before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we assessed smartphone stress,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T1). Subsequently, daily rumination (consecutive 17 days, T2) and daily negative mood (consecutive 
18 days, T3) were assessed over a 35-day period. Upon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we once again measured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T4). We found that rumination, negative emotion (NE), and rumination-NE (serial 
mediation)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smartphone stress-depression model, 
smartphone stress-well-being model). 

Study 1 indicated that over half of adolescents (52.6% of grade 4 students and 78.2% of grade 8 students) 
experienced smartphone stress. Furthermore, smartphone stress strongly and robustly predicted depression 
(Median β = 0.37, p < 0.001, NSRPD = 160/160, p < 0.001, partial r2 = 0.172) and well-being (Median β = −0.14, 
p < 0.001, NSRPD = 160/160, p < 0.001, partial r2 = 0.011). Effect sizes from both outcomes (partial r2 > 0.010) 
are capable to inform poli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Study 2 revealed that rumination intensity, negative emotion 
intensity, and rumination-negative emotion intensit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depression. However, no mediation was found for rumination or negative emotion fluctuation. In smartphone 
stress-well-being model, negative emotion intensity and rumination-negative emotion intensity, but not 
rumination intensit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well-being. Moreover, negative 
emotion and rumination-negative emotion fluctuation, but not rumination fluctuation,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well-being. Therefore, the intensity and fluctuation of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are common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depression/well-being, while 
the effects of mechanisms are outcome-dependent. 

The findings pinpoint the significant and robust effect of smartphone stress on depression and well-being 
among adolescents. The mediation of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probes into the mechanism of this relationship. These results support classic theories 
(e.g., the Emotional Cascade Model) and confirm and enrich the recent Media use-Digital stress-Mental health model. 
These findings could also inform future interventions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related to smartphone stress. 
Keywords  smartphone stress, digital stress, mental health, rumination, negat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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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青少年手机压力简版题目 缩写 

1. 手机上沟通没法把事情说清楚让我感到焦虑 手机沟通 

2. 手机搜索到说法不一的内容让我感到烦躁 手机信息矛盾 

3. 手机搜索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让我感到难过 手机信息缺乏 

4. 玩手机游戏时队友的不配合行为让我感到愤怒 游戏不配合 

5. 输掉手机游戏中的比赛让我感到生气 游戏失败 

6. 手机网课无法解决我的一些学习问题让我感到烦躁 手机网课 

7. 浏览社交媒体时看到他人辱骂、攻击、恶意评论我关心的人让我感到难过 社会关心 

8. 手机新闻资讯推送的广告让我感到生气 资讯广告 

9. 手机短视频评论区中的不良评论(如辱骂或攻击)让我感到生气 短视频评论 

注：量表为 4 点 Likert 评分方式：1=从来没有, 2=偶尔, 3=经常, 4 = 总是 

指导语：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产生不太愉快的体验, 如产生烦恼、焦躁等消极负面的情绪, 或者感受到压力。以下题目列

举了人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的消极情绪感受, 请你评价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多大程度上经历过这些消极情绪感

受。作答时不用考虑太多, 请根据你的第一感受作答 

 

附录 2： 
 

 
 

图 S1  四、八年级学生手机压力均值和标准差 


